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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中國大陸關於「核心利益」的概念範圍逐漸擴大。雖然核心利

益的概念逐漸成為中國大陸與其他大國博弈的重要工具，但是現有對中國大

陸核心利益的研究仍侷限於個案的討論，系統性的研究並不多見。本文以華

爾茲的「體系理論」作為理論基底，將國際權力轉變的結構性壓力作為解釋

變項，輔之以中國大陸不同時期的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的回應作為中介變

項，試圖構建一個能夠較為全面追溯中國大陸利益概念變化的分析架構。本

文初步判定，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利益概念的變化可主要歸

結為三大類型，亦即：「內需型國家利益」、「外衍型國家利益」與「對抗型

核心利益」。並且，基於本文分析架構的預測，若國際權力結構繼續增大，

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概念將會向「聯盟型共同利益」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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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中國大陸的崛起使其實力穩步上升，區域影響力不斷擴大。值得關注的是，在崛

起過程中，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概念範圍，亦逐漸擴大。泝對中國

大陸而言，核心利益不僅成為中國大陸外交戰略中的要素之一，還為其在與他國的互

動中劃定底線。雖然核心利益逐漸成為中國大陸在大國博弈中的重要工具，但是現有

的研究仍侷限於個案的討論，系統性的研究並不多見。準確而言，現有的研究與文獻

很少將焦點置於國家利益的概念為何向核心利益的概念轉變？何種原因引起中國大陸

關於利益概念的改變？這種概念的演變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有何種影響？等問題。 

本文以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體系理論作為理論基底，將國際權力轉變的

結構性壓力作為解釋變項，輔之以中國大陸不同時期的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的回應作

為中介變項，試圖構建一個能夠較為全面追溯中國大陸利益概念變化的分析架構。與

傳統現實主義所述之中國大陸因相對實力的變化而成為既存體系內的修正主義國家，

進而逐步採取擴張與侵略性的行為推論不同，本文認為，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概念的

變化主要是對國際權力結構變動所做出的回應，是一種受到權力結構變動的刺激後所

做出的戰略反應，是一種被動地回應式的戰略設計，而非崛起國主動為之。作為國際

權力結構變遷的戰略回應，中國大陸利益概念的範圍從本國，延展至區域內，最後至

區域間。同時，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正式使用國家利益以來，其利益概念的

變化可主要歸結為三大類型，亦即：「內需型國家利益」、「外衍型國家利益」與「對抗

型核心利益」。沴 

本文除了前言以外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先是對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研

究發展的回顧，並批判性地檢視現有的相關文獻的研究。進而，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

以體系理論為理論基礎建立一個新的分析架構。第三部分則是檢證本文的分析架構中

的「國際權力結構」、「戰略選擇」與「他國回應」三大共變項是否對中國大陸國家利

益的概念演變造成影響。最後一部分總結前文的研究發現與分析架構的預測。 

                                               

註 泝 例如：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大陸近年來在逐步變得「強硬」的原因不僅是其國力的增長，還與其逐漸

擴大的「國家利益」論述範圍有關（Wang 2011; He and Feng 2012）。 

註 沴 雖然有研究將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作為自變項，以國家利益的側重點來探究中國大陸外交戰略的

變化，但是該研究並無體現「國家利益」自身的演變過程（Zha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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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大陸「國家利益」的研究發展與文獻

回顧 

一、中國大陸國家利益的研究發展 

自 1980 年代引入國家利益的概念以來（石之瑜 2012），中國大陸國家利益研究發

展的歷程可粗略地劃分為三個階段：認知過度階段（1989~1998）、實證與對策性研究

階段（1999~2008）以及外溢階段（2009 年至今）（劉笑陽 2016）。具體而言，在第一

階段中，中國大陸學界的主要任務在於如何將「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實現辯證

的統一。閻學通所編撰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成為階段性的成果。他將「國家利

益」定義為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需要的一切。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

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閻學通 1996, 9-10）。在此定義的

基礎上，中國大陸對國家利益的研究進入了實證與對策分析階段。為了使實證研究更

為聚焦，門洪華（2003）藉用戰略學的概念，將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區分為經濟、政

治、安全、社會及國際等面向。李少軍（2003）則據上述界定擴展國家利益的實證研

究，由此，中國大陸對國家利益的實證研究涉及安全領域、經貿領域、國際法領域以

及國際事務領域等。從前兩階段的研究發展可以看出，中國大陸對國家利益的界定依

舊遵循著西方的理論邏輯，即「國家利益是國家對生存與發展的需求，以及國家制定

方針政策的依據」（劉笑陽 2016）。 

自 2008 年以來，美國逐步加強對中國大陸的戰略遏制。中國大陸在承壓不斷加重

下，急需一種新的概念來劃清其戰略互動的底線，這使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研究進入

「外溢階段」。該階段的外溢表現在國家利益研究的多層維度之上與概念的再定義兩大

方面。在多層維度方面，其研究內容涉及海外利益研究、共同利益研究以及海權利益

研究等方面（門洪華、甄文東 2013）。在再定義方面，北京政府於 2011 年發表《中國

的和平發展》白皮書。與前期研究對國家利益的寬泛定義不同，北京政府在白皮書中

明確界定「核心利益」的內容，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

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六項

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1）。 

事實上，在確立了「核心利益」的具體內容前，中國大陸對此概念使用的次數便

有大幅的上升，而在重新確定其內容後，使用次數則維持在高位。本文引用中國大陸

人民日報及新華社兩大官方媒體與學者所做的統計來說明。在圖 1 的人民日報統計

中，從 2008 至 2016 年，中國大陸對「核心利益」的使用大幅增加，2012 年更達 309

篇，此後幾年的平均數字都維持在 250 次以上。圖 2 新華社之統計更凸顯此趨勢：從

2008 至 2016 年，中國大陸核心利益主張明顯大幅增加，2010 年更達 938 篇。此後，

中國大陸對核心利益的使用頻次維持多在每年 600 次以上。此外，根據學者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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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中國大陸核心利益所應用之領域主要在外交途徑（55.5%），遠超於經濟

（15.7%）、軍事（23%）及國內改革（7.4%）等幾個重要領域。由此可見，「外交途

徑」不僅成為應用核心利益的主要領域，此概念更逐漸地演變成為中國大陸外交辭令

的主體。 

圖 1 《人民日報》有關「核心利益」之文章數量（1980~2016）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資料庫，2016。 

圖 2 《新華社》有關「核心利益」之新聞及文章數量（1980~2016） 

 

資料來源：《新華社》資料庫，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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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國大陸應用「核心利益」之領域（2008~2013）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學者統計重製（Zeng 2017）  

二、現有文獻的爭論焦點 

目前學界所謂對中國大陸「核心利益」的系統性研究尚不多見，並且相對集中於

2011 年後，跨度較短。更準確而言，現有的研究與文獻很少將焦點置於中國大陸為何

會由國家利益的概念向核心利益的概念轉變？何種原因引起中國大陸關於利益概念的

改變？及這種概念的演變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有何種影響？等問題。現有與「核心

利益」相關的研究可以粗略的分為三個派別：個人強硬論、中國強硬論、以及中美話

語權爭奪論。 

首先，個人強硬論認為，中國大陸外交從「國家利益」到「核心利益」概念演變

的主要原因是在於領導人的更替，習近平作為比胡錦濤更強勢的領導者，使其在中國

大陸的外交戰略姿態上也變得更具侵略性。有學者將習近平的外交理念進行操作化之

後發現，習近平在面對嚴苛的外部環境時，會比胡錦濤更傾向於採取強硬姿態，而對

核心利益的強調則是具體的表現（He and Feng 2013; Economy 2014）。就層次分析法而

言，個人強硬論是處於人-國家-體系中的第一層，這種分析法有有助於研究者透析該領

導的性格特質。然而，僅將原因歸結為個人因素難免過於簡化一國外交戰略的制定，

畢竟外交是國家間雙向甚至是多向互動、接受與回應的過程，並非全由領導個人所決

定。並且，領導者個人亦可能存在非理性特質，不利於研究者開展客觀性與全域性的

研究。其次，中國強硬論認為，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是展現其強硬外交行為的表現。

史文（Swaine 2011）指出，「核心利益」的廣泛使用實質上為中國大陸在外交的策略互

動中劃定底線，而這種不可妥協的立場則有可能傷害美中雙邊關係的友好與穩定。大

陸學者朱鋒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大陸領導人捍衛核心利益的決心，是中國

大陸崛起的反映，也是對美國地區霸權的應對措施，表明維護國家主權和政治安全的

決心和底線（朱峰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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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中美話語權爭奪論。石之瑜（2012）認為中國大陸公開宣示核心利益是對

美國攻擊的抵禦，藉此爭取話語權。在實踐上，中國大陸核心利益將某項利益說成是

核心，可在需要時測試對方意圖，或在展現自身願望時，透過對核心利益讓步來表

達。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員，趙可金（2015）進一步提出，將國家戰略利

益（核心利益）設為首要考量，從中美各自的戰略利益出發，通過管理兩國對外政策

的優先次序、共同利益及決策偏好等，來維護中美關係的合作勢頭。換言之，趙可金

認為，核心利益不僅可以作為中美在國際社會中話語權博弈的工具，更能夠通過互相

表達核心利益，劃清雙方的戰略底線，形成相互協調的新架構，進而管控中美全方面

外交的風險程度。 

不論是個人強勢論、中國強硬論還是話語權爭奪論，都有一個共同的假定，即：

中國大陸國力的崛起。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是習近平強硬、能夠與美國及其周邊國

家相抗衡的根本保障。就層次分析法而言，上述中除了個人強勢論以外，其他理論都

集中於「國家」層次的分析。雖然國家層次的分析較之於「個人」層次避免領導人個

性及誤判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能夠透析國家間互動的模式，但由於案例樣本過少或

過度詮釋等分析方法上的問題，仍在學界中產生不同的爭議。誠如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言，近期對中國大陸外交的行為研究過於集中於個案研究，使這類研

究文獻產生分析性的偏差。同時，由於上述文獻所研究之時間段相對集中於近五年中

國大陸的外交行為，進而忽略對中國大陸在長時間軸（自 1980 年引入國家利益概念

起）中的追蹤研究，亦體現現有研究的系統性不足。因而，從國際體系的層次對中國

大陸核心利益的演變進行研究與探析或許有助於找出其中的因果關係，進而描繪出其

演變的全貌（Johnston 2013）。本文期待以此種方式回答前文所述之研究問題，填補現

有文獻對中國大陸核心利益系統性研究的不足。 

參、體系理論與分析架構 

由於我們希望能夠從宏觀層次上補齊對現有中國大陸核心利益演變的系統性研究

的不足，因此本文所選擇的理論架構亦必須較為宏觀。沊故由華爾茲所提出的體系層次

的理論會更適用於本文所想要探討的概念演變的問題。雖然本文基本接受華爾茲關於

                                               

註 沊 或許會有讀者質疑，若要檢視某一國的戰略變化，新古典現實主義可能更為適合。但筆者基於以下考

量仍舊認為的華爾茲的體系理論有其優勢：在與華爾茲的對話中，艾爾曼（Colin Elman）提出結構現

實主義忽略單元層次的行為模式，從而使其無法對某個國家的行為模式做出準確的預測，由此開啟新

古典現實主義的發展（Elman 1996, 47-48; Waltz 1996, 54-57）。進而將單元層次提升為與國際體系同

等重要的位置（Rose 1998）。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並不如結構現實主義一般，具有較高的理論邏輯

一致性，而更像是一種鬆散的分析途徑，衍生出多種新古典現實主義（Lobell, Ripsman and Taliaferro 

2009）。因此，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有助於補足結構現實主義所忽略的層面，但由於理論的內在邏輯

一致性不足，且單元層次的變項過多，因而不適用於宏觀層次的分析，亦不利於構建「簡約有效」的

理論架構（Waltz 197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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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理論的核心概念，即：「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社會中大國的數量、互動及其權

力分配狀況組成一個完整與封閉的國際體系；該體系一旦形成，就會對內部組成分子

的行為模式產生壓力與制約。」（Waltz 1979, 88-89）但是，在「內部分子對體系的回

應」的部分存在保留意見。具體而言，華爾茲所強調的國際體系對於其內部的組成分

子或行為體（國家）具有強大的制約力，並且在體系一旦形成後，組成分子或行為體

由於其功能性相似的原因，所以能夠改變體系結構的可能性非常低；同時，「體系-行

為體」的互動模式似乎僅是單向的，這意味著體系內行為體的行為模式或戰略選擇都

無法改變系統的結構。因此，若機械地套用體系理論，用以解釋中國大陸利益概念的

演變，將無法將其中的因果關係闡釋清楚。 

在早期的作品中，華爾茲強調體系理論無法解釋單一國家外交行為的變化（Waltz 

1979, 60-78），但在其後期的研究卻有所修正，亦即：即便國際政治理論並不完全等

同於外交政策，但一國的外交政策確實會受到該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以及該國

的實力所影響（Waltz 1996, 54-57; Waltz 2008, 345）。因此，本文仍舊接受華爾茲體系

理論中「體系會對內部組成分子的行為模式產生制約和影響」的核心概念，保持在體

系層次分析的基點，亦避免陷入華爾茲所述的「化約論」的陷阱中。但是為了能夠將

體系理論發展進一步操作化成為能夠解釋中國大陸利益概念演變的理論模式，本文試

圖構建一種體系理論式的分析架構。具體而言，本分析架構仍將國際體系對內部組成

分子所造成的壓力視為影響行為體行為模式或選擇的最重要變項。但是，為了彌補華

爾茲體系理論中結構性因素對體系內國家利益因果性影響的操作性不足，本文的分析

架構還試圖加入兩個導致中國大陸利益概念變化的變項，亦即：「中國大陸的戰略選

擇」與「周邊國家對其之回應」。若將其推演為一般公式即為：國際權力結構的壓力+

中國大陸的戰略選擇+周邊國家之回應=中國大陸利益概念之變化。同時，在加入兩大

中介變項後，本分析架構並非如傳統結構現實主義的單向「輸入→輸出」（體系刺激

→政策結果）邏輯，而是雙向互動邏輯，亦即：將中國大陸的利益概念變化視為其對

權力結構變動所產生的壓力的戰略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的分析架構中並未完全排除中國大陸所採取的三種戰略選

擇（合作、安撫及避險）與有可能在周邊國家產生九種回應的方式，而是基於邏輯推

理判斷最主要的國家互動模式。如圖 4 所示，當崛起國在兩極格局的外部環境下，並

且處於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它更有可能採取合作模式，尋求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相

應地，周邊國家亦更有可能採取迎合與妥協的方式，因而在此三種因素的共變作用

下，崛起國對國家利益的戰略取向是「內需型」的。同理亦可得其他兩種的權力格局

下的崛起國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的回應方式。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雖然本文的分析架構為了修正 Waltz 理論忽視單元層次功

能的缺陷而加入「崛起國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回應」兩個因素，但僅作為「中介

變項」存在。進言之，與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的體系層次與單元層次雙層並重分析

不同，本文的分析架構強調體系結構的權力變動還是作為第一自變項存在，它從根本

處制約或促進中國大陸的利益界定與戰略選擇。換言之，體系層次的變化，可以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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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中國外交政策的選項，並促進特定的利益的先後次序與內容。中介變項是一種調

節、延遲或加速的作用，但是它沒有辦法改變體系層次變化所造成的制約。所以體系

層次的制約仍然處於首位，中介變項促成體系層次的壓力，快或慢轉移到單元層次或

國家層次，最後產出外交政策（如圖 5）。 

圖 4 中國大陸「利益概念」演變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2017。 

圖 5 變項間之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2017。 

肆、結構性壓力的變化與中國大陸利益概念

的演變 

本文對中國大陸利益概念演變研究的時間起點始於 1980 年代。就體系層次而言，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中國大陸面對的國際權力格局大致

可分為三類，亦即：兩極格局、單極格局以及多極化格局。對應著上述的三種類型的

權力格局，中國大陸的利益概念也有三種方式，亦即：「內需型國家利益」、「外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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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國家利益」與「對抗型核心利益」。同時，三個權力格局變化的週期大致間隔 10-15

年，因而，時間軸亦可分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以及二十一

世紀第二個十年。 

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極格局與中國大陸「內需型

國家利益」的提出 

（一）國際權力格局：從「蘇攻美守」到「美中蘇戰略三角」 

就權力博弈的層面而言，美蘇兩極之下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三個時期，即：美攻蘇

守、蘇攻美守、美蘇互有攻守。冷戰初期，美蘇兩極在力量對比上呈現為美攻蘇守的

戰略態勢。然而，隨著蘇聯在核武數量上的不斷追趕和美國深陷越戰無法自拔等多重

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七十年代後，美國逐漸喪失在兩極格局中的主導地位，並最終演

化為蘇攻美守。同時，中國大陸與蘇聯關係破裂，邊界國防安全受到極大的挑戰。因

此，如何有效抵禦蘇聯擴張的野心不僅成為中美雙方的共同問題，也促成雙方的共同

戰略利益。聯美抗蘇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沝聯美抗蘇戰略在本質上提升中國大陸在

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在兩極的大格局下形成以美中蘇三大國為主的互動模式。為了

強化大三角中的戰略地位，中國大陸領導人鄧小平於 1984 年提出執行對美蘇都不結盟

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意味著中國大陸結束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開

始以均勢原則經營美中蘇大三角關係，至此，兩極格局下的美中蘇戰略三角的權力結

構正式形成。 

美中蘇戰略三角的權力格局為中國大陸帶來如下幾個影響：首先，以反蘇為核

心，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戰略利益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有助於打破「反兩霸」所造成

的外交孤立的窘境，獲得進入以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資格，創造有利的外部環

境，配合內部的改革開放。其次，中美雙方一系列的科技合作協定軍事聯繫，使中國

大陸邊境受蘇聯威脅的安全壓力大大減輕。最後，均勢原則的新策略使中國大陸不再

是被動地被設置於大三角關係的位置，而使其處於相對中立、略偏美國的位置，保持

著對美蘇兩大霸權的靈活互動模式。 

（二）中國大陸的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的回應 

中國大陸保持在美中與中蘇關係之間的靈活性使其無需再承受「革命外交」時期

兩面開弓的結構性壓力。結構性壓力的改變為中國大陸的發展塑造了一個相對和平與

穩定的外部環境，是使其發生戰略轉變的直接誘因。在此種體系刺激下，中國大陸在

八十年代的國家戰略選擇發生至少三個主要改變：第一，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為

                                               

註 沝 1970 年代的幾個關鍵因素促成「聯美制蘇」的局面：蘇聯加大對越南的支援力度、蘇聯入侵阿富汗、

中蘇關係破裂以及中國大陸的懲越戰爭（張登及、王似華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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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轉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二，外交策略中的意識形態對抗明顯減弱，從革命

外交向「發展型外交」轉變；第三，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從戰爭論向和平與發展為主題

轉變。簡言之，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國家戰略相比，八十年代的戰略

經歷了「衝突性」到「發展性」的根本轉變。 

發展性的國家戰略主要體現在北京政府採取的「合作模式」，包括以下兩大方

面：首先，在國家生存與安全得到一定程度保障的前提下，1982 年的中國大陸十二大

將「經濟建設」確立為國家的中心政策，注重經濟發展的優先性，其他利益需扈從於

經濟利益。因此，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的幾次重要講話中不斷強調，經濟建設與現代

化建設是中國大陸解決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的最重要條件（鄧小平 1993, 163-178, 

240）。其次，經濟發展的優先性促使中國與美國、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和亞洲國家加強

經濟聯繫，因為在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大陸得以從中獲得實現經濟

發展與現代化所必須的市場資源、先進的科技、管理經驗以及來自海外金融投資

（Sutter 2012, 74）。 

為了維持與先進國家緊密的經濟聯繫，中國大陸從一個堅持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

國家轉變為對國際經濟援助尋求者。據學者統計，從 1979 年到 1983 年，中國大陸從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聯合國人口基金等接受了 2.3 億美元的援助（門洪華 2005）。除

此之外，中國大陸的「合作模式」還體現在其將國際制度促進國家利益的主要工具。

例如，北京政府於 1980 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理事國，並在此後逐步

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條約、國際農業開發基金、亞洲開放銀行等重要國際組織（蘇

長和 2005）。同時，自 1980 年起，中國大陸開始參與聯合國採取談判會議，並簽署

了一系列的裁軍、軍控文件與協議，意在回應國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需之和平的國

際環境的需求。 

在中美關係緩和與中國大陸採取更具合作性的外交戰略轉變雙重因素的作用下，

周邊國家的回應也由初期的圍堵與對抗向迎合與妥協的方式轉變。周邊國家的回應主

要表現在以下幾組重要的地緣政治關係：中蘇關係、中日關係、中蒙關係。在美中蘇

大三角的權力結構下，雖然中國大陸的戰略自主性上升，但雷根政府實行「雙軌」對

華政策，導致中美關係的改善進程放緩，從而使中蘇關係具備破冰的條件。1982 年，

中國大陸先以「葬禮外交」打破中蘇間多年來沒有政治交往的僵局；而作為回應，蘇

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契夫於 1989 年訪問北京，並發表聯合公報，實現兩國的關係正常

化。在蘇聯迎合中國大陸的帶動下，蒙古對中國大陸的發展性外交也做出妥協（謝顯

益 2009, 301-306）。例如，中蒙於 1984年簽署《中蒙邊界聯合檢查決議書》，確定中

蒙邊界為友好和平的邊界，進而雙方在 1986 年簽訂《中蒙貿易協定》，實現兩國關係

的全面改善（石源華 2016, 198-199）。同時，中日關係亦出現大幅度改善。在政治方

面，1983 年中日雙方達成中日友好四項原則，并設立日中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作為

兩國政府的咨詢機構；在經濟方面，日本政府與銀行向中國提供三批日元貸款和兩批

能源貸款，並且中日貿易總額達到 189 億美元，超越美國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大貿易夥

伴（石源華 2016,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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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合作模式」也在其他周邊國家產生外溢效應。例

如，印度總理甘地於 1988 年實現 34 年以來的首次訪華，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邊界問

題。南韓則以「北方外交」的方式回應中國大陸所倡行的合作模式，緩和朝鮮半島的

緊張局勢，並促成南北兩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為下一階段中韓兩國建交鋪平了道路

（李敦球 1998, 24）。 

（三）從「意識形態」到「國家利益」的提出 

該階段中，在由上述三大變項的共變作用下，中國大陸政府啟用國家利益的概念

作為對當時權力結構變動所做出的戰略回應，此種戰略回應主要為國內改革開放的戰

略布局服務，因而則具有「內需性」。沀由意識形態轉向內需型國家利益的邏輯如下：

美蘇兩極權力格局的鬆動，使得中國大陸戰略自主性的上升，亦推動兩極體系下的權

力關係演變為美中蘇大三角關係。為維繫與美國間的關係，維持大三角中的戰略地

位，以意識形態區分敵友的「革命外交」已無法因應時代需求。此種體系層面的刺激

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回應提出要求，推動更為務實的國家利益概念的產生。為了適

應新的權力格局，中國大陸放棄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衝突性外交，轉而採用國家利益

為主導的發展性外交戰略。同時，周邊國家（蘇聯、蒙古與日本）對北京政府的發展

性外交展現迎合與妥協的回應，加快了中國大陸向國家利益導向轉變的速度。由此可

見，上述兩大中介變項加速了中國大陸國家利益概念的形成，利益導向的概念因而成

為其對外行為的基本動因與戰略制定的最終依據。 

雖然中國大陸該時期的國家利益包含經濟發展、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維持

內部穩定與共產黨的政治統治等內容，但優先的次序並不相同。在國際權力格局變

動，國家安全得到一定程度保障、外交戰略選擇變化以及周邊國家迎合與妥協的回應

下，使其能夠以自身的經濟發展為最優先目標。由於該時期的國家利益存在重要的國

內考慮，亦即：保證中共的政治路線順利轉變，服務於中國大陸國內社會經濟發展的

需求，具有內需性，因而被視為「內需型國家利益」，其主要應用範圍限縮在「本

國」。 

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單極格局與

「國家利益」概念之轉型 

（一）國際權力格局：從兩極格局到單極格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美蘇兩極對抗體系瓦解是國際權力格局最大的變遷。對於

                                               

註 沀 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文中的「內需性」一詞藉用自經濟學中的「內需」概念。在經濟學中，內需一

詞指的是：國內需求，包括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聯繫到本文之論述，內需性則指的是該階段中國大

陸（或中共）所需的國內政治需求，亦即：「黨的政治路線的重大轉變」與「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為優

先」的兩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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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而言，兩極格局的瓦解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好處：第一，蘇聯的瓦解從某種程

度上解決中國大陸北方的巨大國防安全威脅；第二，中國大陸作為原兩極體系的次強

國之一，具有競逐新的權力空間的資格。換言之，國際權力格局的新舊秩序的交替之

際，中國大陸所承受之國際權力結構的壓力較小，並且為其提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提

供機會。然而，兩極體系的崩解後，中國大陸卻面對新的結構性壓力，主要表現在美

日中三角關係的調整。首先，蘇聯的解體使美日中三角關係共同面對的威脅不復存

在，中日兩國也就缺少一致的戰略目標。其次，日本由於泡沫經濟的破裂而陷入長期

的經濟停滯狀態，相反中國大陸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後，經濟發揮再度煥發活力，此

消彼長間，日本逐漸將中國大陸視為東亞區域內的最主要競爭對手。最後，隨著中國

經濟的快速發展，國際社會開始擔心中國崛起的負面效應，逐漸形成所謂的「中國威

脅論」，引起美國及東亞國家對中國採取圍堵戰略的再思考（Foot 2006）。換言之，

雖然兩極體系的終結解決部分的外在安全壓力，但隨著中國崛起議題的到來，中國大

陸所需面對的是崛起國與現行主導國（域內與域外）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二）中國大陸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的回應 

中國大陸戰略選擇的改變除了因天安門事件而來的西方制裁，還源自於兩極體系

解體的衝擊，為了應對國際社會的制裁壓力與新生的國際結構性矛盾，中國大陸在九

十年代採取「安撫模式」的戰略選擇：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前者的主要目的是應對

國際孤立，而後者則是尋求突破新的結構困境。 

西方對中國大陸的制裁始於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選擇以韜光養晦戰略的應對的

國際制裁主要的表現在兩大方面：「增進與周邊國家的戰略互信」與「大力推動國際

經濟合作」。首先，增進與周邊國家的戰略互信的策略主要包括：與大多數周邊國家

實現高層互訪、簽訂政治文件以及積極推動與周邊國家的邊界談判。據統計，在西方

實施制裁的期間，僅在 1992 年一年期間，便有 30 個國家和元首訪問中國大陸，其中

14 個是來自中國的周邊國家（曹雲華 1994）。此外，中國大陸不僅與俄羅斯簽署了

《關於中俄互相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等重要的政治文件，並進一步與俄、哈、吉、

塔四國簽署《中俄邊界西段協議》。其次，在推動國際經濟合作方面，中國大陸主要

表現在與兩個主要行為體間的互動──日本與東盟。就中日經濟合作而言，兩國的貿

易額從 1990 年的 166 億美元增長至 1995 年的 574 億美元，並且日本在 1994、1995 兩

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祁懷高 2014, 33）；在中國大陸-東盟夥伴關係中，雙邊

貿易額由 1991 年的 79.59 億美元增長至 1995 年的 195 億美元，而東盟對華投資合同

額達到 11 億美元的最高紀錄（張鑫煒 2003, 36）。在此策略下，東盟成為此後中國大

陸推進經濟外交的重要平臺，而與日本的經濟合作則成為此階段中國大陸周邊外交中

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九十年代中期，隨著西方制裁的終結，中國大陸外交的主要精力集中於解決

崛起國初期與現有國際權力格局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在有所作為的戰略思想的指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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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為了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威脅的疑慮，中國大陸的外交戰略選擇「安撫模式」，即

採取「多邊主義」途徑加強與周邊國家的聯繫，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多邊機制中：首

先，中國大陸擴大與東盟的合作力度，於 1997 年舉行了中國-東盟首腦非正式會議，

並發表《首腦會議聯合聲明》，正式建立了中國-東盟（10＋1）夥伴框架；其次，中

國大陸還參與創建東盟與中日韓（10＋3）機制，推動 10＋3 機制從最初的經濟、金融

合作，想政治、安全與社會等領域擴展；最後，「上海五國會議」是由中國大陸發起

並主導的第一個多邊外交機制，亦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其主要目的在於解決

中國與中亞國家的劃界、增強邊境地區安全信任等（邱坤玄 2010）。北京政府對多邊

主義外交途徑的期待有二：第一，以多邊主義機制為媒介，推廣睦鄰外交政策，與周

邊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突破美國為遏制中國大陸快速崛起所產生的結構性困境。第

二，形塑有利於中國大陸的全球戰略格局，利用多邊主義機制加深與周邊國家的合作

與互賴，降低中國威脅論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新權力格局與中國大陸外交戰略選擇的共同作用下，周邊國家的回應主要表現

為合作與避險策略並用，這主要體現在三個周邊大國關係（俄國、日本、印度）的回

應中。承前所述，中俄關係是該階段周邊國家合作式回應的典型例子。對於中國大陸

而言，不僅在蘇聯解體的初期立即承認了俄羅斯政府，還共同創造了「不對抗、不結

盟、不針對第三國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在最為敏感的領土問題上，兩國政府也通過

兩個政治文件的簽署（東段協議與西段協議）基本得到解決。 

與俄國合作方式不同，中日關係則凸顯了合作與避險並用的回應策略。雖然在早

期的制裁中，日本政府採取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合作方式，使得中日兩國實現高層領

導多次互訪、經貿、資金、貸款等方面進展順利；但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隨著日中關

係間的此消彼長態勢愈發明顯，日本的避險需求逐漸上升。意在制約中國大陸快速發

展的美日軍事同盟的再定義致使周邊環境更為複雜化，泞削弱了中日前期的合作成效

（金熙德 2000）。相似的回應也表現在中印關係中。雖然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中印

兩國領導人實現了多次互訪，並陸續簽訂了《關於中印邊境世紀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

與安寧的協定》與《關於在中印邊境是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兩

份文件為雙方解決邊界問題，但是，面對權力格局轉變所釋放的競逐空間、維持南亞

次大陸的優勢地位以及強鄰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印度採取「擁核」戰略，與巴基斯坦

陷入了核競爭的安全困境。同時，為了合理化其擁核戰略，印度人民黨上臺後，有意

鼓吹中國威脅論，不僅使中印兩國關係發生波折，也對中國大陸周邊安全造成巨大的

核威脅（石源華 2016, 204）。 

（三）國家利益的轉型：外衍型國家利益的產生 

隨著國際權力格局壓力的變化，中國大陸的的戰略選擇及周邊國家的回應皆發生

                                               

註 泞 上世紀九十年代美日安保同盟的強化主要經過三個階段：1995 年的《東亞戰略報告》；1996 年的《日

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年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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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這使得國家利益的概念亦產生相應的變化。與八十年代「內需型國家利益」主

要針對其國內經濟建設的需求不同，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及關鍵大國建立

密切的合作關係，這不僅要求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滿足於國內發展的需求，還進一步

外衍至與其他國家的互動中，由此產生「外衍性」的需求。泀 

該階段中國大陸國家利益概念的演變邏輯如下：雖然蘇聯的解體使美國成為後冷

戰時期唯一的霸權國，但同時由於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導致新的權力格局陷入「霸

主國」與「崛起國」的結構性矛盾中。換言之，與冷戰後期在大三角關係中所享有的

戰略自主性不同，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大陸不得不直接面對來自域內（日本）與域外

（美國）大國的預防性制衡。在此體系層面的刺激下，中國大陸外交戰略選擇由合作

模式向安撫模式轉變，試圖以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域內各國（行為體）相聯繫，達到安

撫周邊國家的效果。在韜光養晦的戰略思維指導下，中國大陸通過增強戰略互信與推

動國際經濟合作來安撫周邊國家。而後，在有所作為的戰略思維下，北京政府則通過

多邊主義機制深化與周邊國家的合作。總體而言，安撫模式的實質是將中國大陸的利

益與周邊國家相鏈接，推進利益的延伸，用以突破困境，加速了中國大陸「內需型國

家利益」概念的轉變。然而，該時期周邊國家對中國安撫模式反應則呈現出避險與合

作並用的態勢。其中日本與印度兩個地緣政治大國對中國大陸安撫模式的回應方式，

減緩了國家利益概念轉變的進度。 

作為對新的國際權力結構與突破中美間新結構性矛盾的需求的戰略回應，中國大

陸的利益概念從「內需型國家利益」向「外衍型國家利益」轉變。「外衍型國家利益」

與「內需型國家利益」之間是繼承與發展的概念，並非互斥，而是兼容，只在側重點

上不同。換言之，「內需型國家利益」將側重點置於「如何以國家利益導向為原則，塑

造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利用引進外部資源服務於國內發展的需求」；而「外衍型

國家利益」的側重點則在於「如何將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作延伸，與周邊國家相鏈

接，而不再僅以滿足國內發展需求」，因此，其概念範圍也從上一階段的「本國」外衍

至「區域內」。在體系刺激（權力結構的變動）、兩大中介變項的共同影響下，「外衍型

國家利益」成為該時期中國大陸利益概念的主要表達方式。 

三、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多極化格局與中國大陸的

「對抗型核心利益」 

（一）國際權力格局：中國大陸全面崛起與美國「再平衡」戰略 

2008 年，美國因金融危機而實力下降，中國大陸則趁機填補美國在亞太區域所留

                                               

註 泀 本文中的「外衍性」的概念借鑑自新功能主義的「外溢效應」，亦即：國家在某一領域的合作會導致

其他領域的合作（Mitrany 1996, 97）。聯繫至本文，「外衍性」與外溢效應的概念相似，都注重國家

間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橋樑，但更強調於衍生的過程。在本階段中，中國大陸希望將內需型國家利益

衍生為能與周邊國家利益相鏈接的區域內範圍內的新型國家利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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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間，成為中國大陸全面崛起的重要標誌，這使其在區域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

色。例如，中國大陸與北韓政府密切的關係是穩定朝鮮半島核問題局勢的重要制衡力

量；同時，中國大陸與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在印度次大陸權力平衡中

扮演關鍵角色；再者，中國大陸為配合一帶一路大戰略所推行的「六大經濟走廊」不

僅使其影響力橫跨歐亞大陸，還將與美國的新絲路戰略相衝突。一時間，中國大陸似

乎改變了現有的國際權力分配結構，分散美國的霸權力量，加速世界向多極化格局演

變。這使得部分學者認為，中美兩國的戰略矛盾日漸加深，世界兩強爭霸的時代已經

開始，中國大陸的全方面崛起迫使美國不得不採取全方面外交模式來應對（Friedberg 

2012; Walt 2013）。 

亞太「再平衡」戰略是歐巴馬政府對中國大陸崛起的主要表現，這也是美國自冷

戰結束以來，美國亞太戰略的一次重大調整，其要義在於，通過擴大美國在亞太地區

軍事戰略的存在感以及推行新一輪的軍事部署，重新平衡因中國大陸崛起而喪失的亞

太主導地位。再平衡戰略迫使中美傳統的雙邊議題導向型互動模式向地緣競爭轉變。 

美國「地緣競爭」戰略主要可簡要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利用中日因釣魚臺事

件的緊張關係加強美日同盟的關係。其次，利用天安艦事件與朝鮮半島核問題強化美

韓同盟，意在終止中韓關係的蜜月期。再次，利用《臺灣關係法》三十五週年之際，

再次重申臺灣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重要地位，防止兩岸關係過於緊密。最後，利用中

越與中菲的海權爭端，加強與越菲兩國的安全合作關係（如解除長達五十年的對越武

器銷售禁令及增加對菲律賓軍事援助），用以遏制中國大陸在南海的擴張。簡言之，美

國利用中國大陸周邊國家的不安與採取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僅強化傳統對中國大陸封鎖

的第一島鏈，形塑亞太區域新的動態格局，亦即：四海聯動格局，更是介入中國大陸

周邊國家之事務，打亂其睦鄰友好的外交部署，對中國大陸之崛起產生巨大的戰略壓

力（葉曉迪、楊佳龍 2017）。 

（二）中國大陸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回應 

在上述國際權力格局轉變的刺激下，中國大陸在參與國際事務的策略選擇已無法

僅在合作與制衡做單項選擇，而更多的是兩者的混合使用，是之為避險戰略。其要義

是：「國家在面臨他國造成潛在威脅與共同利益的不確定情境時，混合運用兼具合作與

制衡概念的政策，以避免安全遭受威脅，以及利益蒙受損失。」（Korolev 2016, 376） 

中國大陸的制衡策略主要表現在美國對華制衡的戰略回應上，包括以下兩個方

面：準同盟制衡與制度制衡。在準同盟制衡方面，隨著美國再平衡戰略壓力的加大，

中俄之間的關係發展得更為明顯。2011 年中俄關係首先被提升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進而在 2014 年的習近平與普丁簽署的聯合聲明中進一步將雙方關係定義為

「全面協作戰略夥伴關係的新階段」。2016 年，在戰略壓力擴張至美日韓臺菲的四海

聯動同盟之際，中俄兩國元首則在「全球戰略穩定」問題上達成共識，簽署《關於加

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聲明》，被視為中俄關係的準同盟階段（Korole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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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制衡則主要表現在美國主導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PP）與中

國大陸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兩者的制衡在於他們的互斥性：首

先 TPP 與 RCEP 的主要推動者（美國與中國）互不為對方的成員。其次，成員國的互

斥性，TPP 中有五個非 RCEP 成員國，而 RCEP 中則有九個非 TPP 成員國。最後，制

度規則的互斥性，RCEP 堅持照顧發展中國家，而 TPP 則堅持自由化的高標準體現華

盛頓共識為主的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李巍 2016, 188）。TPP與 RCEP所存在的三大

互斥性展現中美之間的制度制衡。同時，在 2013 年 11 月提出「東海防空識別區」，其

覆蓋面不僅包含釣魚臺，還與日本的防空識別區重疊。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設立被視為

中國大陸採取主動的制衡策略對美日聯盟戰略壓力的回應（Rinechart and Elias 2015）。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還通過加強戰略再保證的方式強調其合作意願，主要體現在

三大方面，即：構建與域內域外大國的新型關係、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以及重塑周邊關

係。除了強調與美國共建新型大國關係以外，中國大陸亦重視域內大國的關係（俄

國、日本、印度）。對於域內大國的新型關係，中國大陸設定了三個層次的目標，由低

到高分別為「不對抗、不衝突」、「互相尊重」、「合作共贏」；其中，中俄關係已經進入

最高層次目標階段、中印關係則處於兩者之間（互相尊重），而中日關係則處於最低層

目標，保持「不對抗、不衝突」（石源華 2016, 257）。 

一帶一路戰略規劃是強調中國大陸合作意願的最主要方式。北方，以中俄全天候

戰略夥伴關係為核心，擴大上合組織的功能，建立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建設中俄蒙經

濟走廊；西方，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成為一帶一路的西進動力；東南方，以建設中國-

東盟自貿區的升級版為目標，構築通往南太平洋的海上網絡。在周邊外交的重塑方

面，2013 年習近平於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親、誠、慧、容」的周邊外交戰略

被視為中國大陸新時期外交戰略轉型的標誌，該戰略希望中國大陸能與周邊國家的關

係更加緊密，在周邊國家建立起戰略信譽，讓周邊國家能夠從中國大陸的發展中受

益，展現現中國大陸對周邊國家再保證的概念。 

雖然中國大陸在應對美國再平衡戰略時展現出其靈活性，但周邊國家出於對崛起

大國的憂慮與國家安全的考量，仍傾向藉助域外大國採取「結盟與平衡」甚至用以小

鬧大的方式回應中國大陸該時期的戰略選擇。並且，由於四海聯動格局的存在，周邊

一國對中國大陸的採取平衡就有可能在其餘國家中產生聯動效應，演變為遏中聯盟。 

在黃海（東北亞），雖然中韓關係在朴槿惠執政時進入一段蜜月期，但在朝核問題

再次爆發後，韓國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隨即轉向接受美國所提供的「薩德」反導彈

系統的保護，變向強化美韓同盟的關係。並且，由於朝核導彈的輻射範圍覆蓋日本，

因而促使日本亦積極參與美韓安全合作機制一併成為東北亞區域「美日韓安全共同

體」，對中國大陸形成堅實的戰略壓制。在東海，日本先在 2012 年的購島行為使中日

關係螺旋式下降，陷入「政冷經冷」歷史新冰點；而後，美國與日本於 2015 年簽署新

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再定義了美日同盟的適用範圍，從日本本土、周邊區域，

擴展至全球（張薇薇 2015）。同年，日本宣布將在五年內投資 1100 億元用於亞洲基礎

設施建設，僅比中國大陸投資亞投行的資金多出 100 億美元，傳遞出其抗衡中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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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南海，海權的爭端是周邊小國對中國大陸實施以小鬧大典型案例。以越南為

例，為了應對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它採用了「雙向平衡」戰略：一方面，越南利用

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上與中國大陸相同的特點，維持政權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又

利用美國對中國大陸崛起的的擔憂，聯合美國平衡中國的實力，維持其南海的政治版

圖現狀。相似地，杜特蒂上任前的菲律賓，作為美國傳統的盟友，更是與中國大陸發

生種種海上爭端，最後主導了南海仲裁案的發生。 

（三）中國大陸利益概念演變：「對抗型核心利益」 

「外衍型國家利益」的出現是基於中國大陸合作與發展的需要，但隨著美國的戰

略東移，中國大陸與域外和周邊大小國互動之間進一步產生「對抗性」的戰略需求。

該階段中國大陸國家利益概念的演變邏輯如下：2008 年金融危機後，國際權力的轉變

主要是由中國大陸的全面崛起與美國所實施的再平衡構成，甚至有學者認為，未來國

際權力格局並非朝多極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回歸由美中構成的兩極（閻學通 2017）。

換言之，較之於上個階段，中國大陸已經由美國霸權的潛在挑戰者轉變為直接競爭

者，這不僅將迎來既存霸主國對其的直接圍堵，還要承受周邊國家因恐懼而採取的制

衡行為所產生的壓力。在此種體系的刺激下，中國大陸的外交戰略選擇由安撫模式向

避險模式轉變，試圖以合作與制衡的混合方式化解域內外大國與周邊各國對其造成的

壓力。 

在合作層面，中國大陸通過構建域內大國的新型關係、一帶一路戰略設計與重塑

周邊國家等方式進一步推動區域內合作與區塊鏈間的資源整合。合作策略的實質是對

上一階段中「外衍型國家利益」的進一步延伸，突破區域間的界限，通過「六大經濟

走廊」，將中國大陸國家利益與域外各國相鏈接。在制衡層面，中國大陸則以中俄的

準同盟關係為戰略基底，輔之以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中的制度制衡（如 TPP 與 RCEP）

為工具，抗衡美國主導的再平衡戰略。然而，國際政治中的無政府狀態使得周邊國家

普遍對中國大陸的全面崛起感到恐懼，促使它們普遍採用平衡策略回應中國大陸此階

段的外交戰略。配合美國的力量，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國家通過海權爭端對中

國大陸展開制衡的行為。由此可見，受到中國大陸所採取避險模式與周邊國家對其的

制衡回應兩大因素影響，加速了該階段中國大陸國家利益概念的轉變。一方面，作為

突破美國第一島鏈圍堵的一帶一路戰略對國家利益的概念提出「延展性」的需求；另

一方面，周邊國家利用海權爭端所實行的制衡行為則對其概念提出了「對抗性」的要

求。 

作為對新的國際權力結構的戰略回應，中國大陸的利益概念從「外衍型國家利

益」向「對抗型核心利益」轉變。核心利益不僅包含傳統的內需型和外衍型國家利益

的概念，還具有其側重點，亦即：「如何在國家利益進一步延展且面對周邊國家所形成

的制衡的同時，兼顧國家戰略的底線」。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大陸該時

期的利益概念由「外衍型國家利益」轉變為「對抗型核心利益」，由於其抗衡域外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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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跨區域合作的特性，「對抗型核心利益」的概念範圍也被拓展至「區域間」。 

伍、結 論 

相對於其他靜態的國際關係的概念而言，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或核心利益是不斷

演變的動態概念。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國處於同一個國際體系之中，因而它仍與國際社

會的變化之間存在著「公約數」，這些公約數便成為研究中國大陸利益概念演進的重要

觀察依據。 

雖然本文認為，權力結構的改變是造成中國大陸利益概念變化的解釋變項，但體

系理論的觀點過於僵化，忽視國家（至少是大國）對體系壓力的回應時所產生的力量

與影響，導致體系理論對一國的外交戰略研究呈現單向輸出（體系刺激→政策結果）

的模式。因此，它並無法完整地解釋為何中國大陸國家利益概念的演變過程。就本文

而言，引起中國大陸國家利益概念演變的「公約數」不僅包括國際權力結構的壓力，

還應將中國大陸面對壓力時所採取的不同戰略選擇以及周邊國家對此些戰略的不同反

應納入考量。並且，本文的分析架構與傳統體系理論的演繹邏輯不同，強調權力結構

的變遷對政策國家的影響並非單向式的，而是「雙向式」或「回應式」的。換言之，

本文分析架構認為，在自身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反應兩大中介變項加速或減緩的影響

下，中國大陸的利益概念演變是對體系刺激的所作出的戰略回應，而非如結構現實主

義所述國家的實力的大小決定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利益選擇（Waltz 2008, 330-333）。 

承前所述，中國大陸的利益概念可主要歸結為三大類型，亦即：「內需型國家利

益」、「外衍型國家利益」及「對抗型核心利益」。受制於不同時期的權力結構，輔之以

受到自身外交戰略選擇與周邊國家的反應兩大中介變項加速或減緩的影響，中國大陸

的利益概念變化的範圍是隨之擴大的。如圖 6 所示，中國大陸在第一階段中對國家利

益需求的側重點在於「內需性」，因此其利益概念的範圍限縮於「本國」。在第二階段

中，安撫模式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式回應對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提出「外衍性」的需

求，因而其利益概念的範圍進一步外衍至區域內。最後，第三階段中的「延展性」與

「對抗性」需求則進一步將中國大陸的利益概念拓展至區域間的範圍。 

值得一提的是，「對抗」並不是指中國大陸自己要主動與體系霸主對抗，而是權

力結構轉變的過程，順應體系壓力產生的國家利益界定。國家也許並沒有對抗的意

圖，但是由於結構造成的位置的改變，所以它跟現狀霸主國實力地位的差距縮小的情

況下，中國大陸自然會提出應對霸主制衡的利益界定。同時，「對抗型核心利益」不

見得一定是導致崛起強權與現狀霸主的對抗甚至是戰爭。現狀霸主會開始制衡崛起強

權，崛起強權也需要進行回應，這個是結構造成的結果。所以它的回應方式自然會對

國家利益的界定具有回應制衡的色彩。簡言之，「對抗型核心利益」未必如同攻勢現

實主義般將「對抗」等同於「進攻」，「對抗」霸主也可以是「守勢」的，但關鍵是

直接應對制衡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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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國大陸利益概念範圍的演變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本文邏輯推演所得，2017。 

若以本文的分析架構展望未來中國大陸利益概念的發展，會得出如下幾點觀察：

美國戰略圍堵壓力繼續增大，中國大陸將放棄「不結盟」，使東亞國家分別與中美選擇

性結盟，導致「對抗型核心利益」向「聯盟型共同利益」轉變。具體而言，如果美國

再平衡戰略所構建的四海聯動格局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壓力持續增大（如朝核問題促使

美日韓安全聯盟的正式成立），那麼中國大陸的戰略選擇有可能向結盟模式升級。以中

俄關係為例，兩國關係的緊密程度是與美國再平衡壓力的大小成正比關係。換言之，

當圍堵的壓力超出北京政府所能承受範圍時，中國大陸會戰略性地捨棄長久堅持的不

結盟外交政策，廣泛與周邊國家進行結盟，而周邊國家則會在中（俄）美兩大陣營中

戰略性選邊。因此，「對抗型核心利益」就有可能向「聯盟型共同利益」轉變（整理如

表 1）。如若照此邏輯發展，東亞區域將形成「小冷戰」格局，但小冷戰格局形成後所

造成的新一輪軍備競賽是否符合美國再平衡的戰略利益則是另一大需要考慮的問題。 

整體而言，美國若能將控制好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壓力，不至於使中俄兩國關係過

於緊密，並以卸責的方式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通過東亞同盟制衡中國大陸的崛

起，應是最節省戰略成本的方式。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本文不排除中國大陸進

一步擴展「對抗型核心利益」的戰略概念的可能性，以應對複雜化的亞太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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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於分析架構的預測 

 

國際權力格局 

壓力 

中共戰略選擇 周邊國家回應 利益論述形式 

兩極格局 「美中蘇」戰略三角 發展型外交 迎合或妥協 內需型國家利益 

單極格局 

「國際孤立」 

與中共初步崛起 

韜光養晦 避險或合作 外衍型國家利益 

多極格局 

中共全面崛起與美國

「再平衡」戰略 

合作與制衡 

混合使用 

平衡或聯盟 對抗型核心利益 

 

 

 

 

 

多極格局 

美國「再平衡」戰略

與其亞太盟友壓力 

繼續增大 

拋棄傳統的 

「不結盟」原則 

平衡或扈從 聯盟型共同利益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本文推演整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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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ope of China’s “core interest” narrative is largely extended with 

its growing capability and increasing regional influence. Although the “core 

interest” has become Chin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struments in 

competing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are still limited to 

case studies, which means tha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such concept is rare. 

By selecting power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adding China’s foreign strategic choice and the responses from 

surrounding countries as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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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useful to trace the evolutionary narrative of 

China’s “core interest,” and predict forthcoming changes in the fu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ore 

interest” narrativ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since 1980s: domestic 

demand national interest, extensible national interest, and adversary core 

interest. If external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continues to 

grow, adversary core interest will evolve into alliance common interest in 

near future. 

Keywords: Rising China, Power Structure Transition, Core Interests, 

Foreig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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